教案三  第四讲  人的社会化：个体和社会的共同期待（6学时）
           二、社会化的理论（2学时）
教学目的：通过本次课的教学，使学生掌握几种典型的社会化解释理论，进而帮助学生掌握初步的社会化理论和认识分析个体社会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现象。
教学内容：1．库利：镜中我
　　　　　2．米德：角色借用
　　　　　3．弗洛伊德：无意识

          4．埃里克森：认同危机

          5．皮亚杰：认知发展
教学重点：1．库利：镜中我
　　　　　2．米德：角色借用
　　　　　3．弗洛伊德：无意识
教学内容的组织安排：
1．以课堂讲授为主。

2．阅读原著经典，归纳主要观点，列举生活经历，让同学自己现身说法。

具体内容：
二、社会化的理论 

在婴儿与其父母的互动过程中，婴儿不仅仅在机体和情感方面有所发展，而且他们也正在成为一个社会意义上的人。他们同时还在形成自己的人格。

什么是人格？在日常生活用语中，人格常指的是社会技能。这就是当我们说某人有“很好的人格”或说我们要建立一个“较好的人格”时所指的那种意义。然而，对社会学家及其他社会科学家来说，人格指的是特殊的思想、感觉和自我关照的模式，它们构成了特殊个体的一系列鲜明的品质特征。人格可以分为几个主要部分：认知（思想、知识水平、知觉和记忆）、行为（技能、天赋和能力水平）及情感（感觉与感情）。

人们倾向于认为自己的人格是独一无二的。然而，社会学家与社会心理学家则更多地认为，人格是人们所处于其中的社会和文化力量的产物。甚至那些表面是个人特征的东西，像竞争意识、易怒等，都是由社会和文化所塑造的。在某些文化和特定亚文化中，这些特征会比在另外一些文化中要来得更为普遍。

社会学家对人格所感兴趣的一个方面，就是所谓的自我。自我就是指个体对他们的个人特征和社会认同的意识与感觉——就是我是谁，我怎样与他人区分开来？自我（自我认同）的发展，极大地依赖于社会化的过程。

婴儿出生时，他们并不能完全理解他们自己与其父母之间存在的差异。他们还没有形成任何意义上的自我。在出生后的几个月里，他们逐渐地开始把他们自己看作是一个人，而把父母看作另外一些其他的人。他们也许获得了关于父母是保护者、自己是依赖者的一种粗略概念。渐渐地，互动变得更为复杂了。婴孩知道了他们自己小而他们的父母大；他们是学生而他们的父母是老师；他们是儿子或女儿，他们的父母是父亲和母亲。

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下成长的儿童（他们没有得到社会化）在情感和社会交往方面都有严重的障碍。他们被剥夺了从他人的眼里反映他们自己的机会，也即不能通过社会互动来发展其对自我认同的理解。事实上，在我们的整个一生中，为发展和维持我倒自我的意识，都依赖于社会互动。通过接受来自他人的反应，我们经常地改变我们的自我形象。

从孩提时代到成年，我们的人格和自我意识是怎样发展的呢？在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中，这个基本的问题是许多理论的研究主题。然而，不同的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答案。

1．库利：镜中我

查尔斯·霍顿·库利（1864－1929）是最早提出自我发展理论的社会学家之一。按照库利（1902）的说法，自我作为一种社会产物，它的出现有三个阶段。首先，我们察觉到我们在他人面前的行为方式；其次，我们领悟了别人对我们行为的判断；第三，基于对他人反应的理解，我们评价我们的行为。简单地说，我们根据想象别人对我们自己行为对外表的感觉来理解自我。例如，如果一个对我们很重要的人赞成我们的方为，我们也许也会赞成我们自己所做的这个行为。这样，由于我们对自我扩认识，可以说是对他人是如何想象我们自己的反映，因此库利就称这种自我为“镜中我”（looking－glass self）。

库利相信，自我在初级群体（primary groups）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库利认为，家庭就是这样一个最重要的群体。在家庭中，孩子对他们父母的意见抱有“同感”，由此而形成自我意识。通过注意父母的手势与话语，孩子们开始认识到父母对他们期望什么、父母如何评价他们的行为，父母对他们的意见是什么。有了这些知识和认知后，孩子就试图形成一种父母所期望的自我。

2．米德：角色借用

乔治·赫伯特·米德（1863—1931），一个符号互动论发展中最重要的人物，他认为他自己主要是一个哲学家。他的著作为社会学家们所接受，主要是由于在他死后，他的学生发表了他在芝加哥大学的讲学笔记。

米德认为，在孩子出生的最初几个月里，他们并未意识到自己与他人是有所区分的。随着语言的发展和对符号的理解，自我概念开始发展。当在思维中把自己当作客体并与其他事物区分开来加以想象和思考的时候，自我就形成了。他们可以与自己的自我“交谈”，可以对自我作出反应。他们本身成了自我的客体。

米德将自我分为两个部分：“主我（I）”与“客我（me）”。“主我”包括每个人自发的、独一无二的、“自然”特征，如在每个正常婴儿和儿童那里都有的无约束的冲动和动力。“客我”是自我的社会部分——对社会要求的内化和对现些要求的个人意识。“主我”首先发展起来。由于婴儿必须首先领会社会对他们的期待，因此“客我”要经过很长时间才得以出现。米德认为自我的发展包含主我与客我之间的一系列连续交流，在这种交流过程中，主我不断地对变化着的客我作出反应。

从米德的观点看，客我在社会化过程中经历了三个极不相同的阶段，有三种模式：模仿、嬉戏与群体游戏。

模仿阶段（imitation stage）包括人的一生中最初的两年时间.在这个阶段，儿童仅仅从事米德所说的与父母“手势交流”活动，模仿父母的动作。在这个时期，真正的“客我”尚未发展起来。

嬉戏阶段（play stage）从两岁时开始，大约持续几年的时间，这时孩子开始从事角色借用（role taking）：他们把自己想象为处于他人的角色或地位，从而发展起从他人的角度看待自我与世界的能力。这一实践最先使他们发现自己的思想和目标与父母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大多数情况下，这又多产生于父母未能满足他们某种或多种需求从而遭受挫折的时候。

起初，儿童开始借用的角色是重要他人的角色。重要他人即指与儿童相处十分密切、同时对他们自我发展影响最大的那些人。一般来说，第一个重要他人是父母或代理父母之职者；到后来，兄弟姐妹、家里的朋友以及其他一些非亲非故者陆续加入到儿童的借用角色之列中。在这个阶段，当儿童模仿他人角色的时候，他们实践着重要他人所期待的态度和行为。儿童也许首先扮演偷饼干的“坏孩 子”，然后假扮呵斥坏孩子的“父母”，最后扮演解决问题的“警官”。就是在这个阶段，儿童才开始第一次把自己看作是社会客体：“我在做此事”，“玛丽要糖果”。虽然“害我”在这个阶段开始得到发展，儿童还是不能理解角色借用的意义；他们只是在玩耍生活中的社会角色。

群体游戏阶段（game stage）。三四岁以后，一个人的群体游戏阶段就立即开始了。在这个阶段，儿童开始走出家庭，与更多的人和群体发生联系，同时他们也把家庭看作是他们所隶属于的群体。儿童开始关心在非家庭群体。包括作为整体的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发展起了一般意义上人们对他们的要求和期望的观念，即米德所说的一般他人。

在游戏中，如玩垒球，儿童必须考虑许多人在同一时间扮演许多不同角色时的相似行为。他们必须预知所有其他玩伴的行为并决定对这些行为作出何种反应。他们必须知道周围的整个情势。这样做时，他们借用的是一般他人的角色。当能够这样做时，他们已将“社会”内化了，“客我”的形成过程已经完成。

米德和库利的理论在现代社会学中仍然有很大的影响，但两个理论中对社会现实的想象比我们今天所真正面对的现实要简单得多。例如，库利就没有对初级群体之外的那些迅速出现的社会力量对自我的影响给予足够的关注，如大众传媒。米德关于一般地人的概念，同样没有注意到今天的多元社会现状。在当代美国，随着大量的亚群体和亚文化的出现，老认为一个“较大的社会”服从于单一、统一的要求和期望，那是十分困难的。

3．弗洛伊德：无意识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出生于维也纳，心理分析奠基人，是在人类行为研究领域的一个关键性人物。如果不提到他的著作，那么任何关于社会化的讨论就是不全面的。与库利和米德不一样，他们强调的是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协调，而弗洛伊德则看到在这两者之间更为基本的是冲突。他甚至走得更远，说我们越是文明，我们就必定越不幸。这是因为，文明的生活要求我们去压抑许多深层的生理欲望。库利和米德把自我解释为一种社会的产物，并强调语言和其他符号系统的重要性，可弗洛伊德则强调在社会化过程中的生理基础和情感的力量。最后，弗洛伊德认为，我们大量的心理活动产生于无意识领域，这是我们的意识和“理性”难以进入的区域。事实上，弗洛伊德对无意识的“发现”，被认为是20世纪的重大成就之一。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人格分为三个部分：本我、自我和超我。自我在超我和本我之间扮演着一个中介角色，本我由先天的本能、基本欲望组成，同肉体联系着并从中得到能量，它包含无意识记忆和生理的、心理的冲动，尤其是性冲动。对本我的强调是弗洛伊德理论的一个重要标志；自我是有意识的部分，处在本我和外部世界之间，根据外部世界的需要而活动，同时控制和压抑本我，大多数情况下处于无意识之中；超我是社会规范的内化，亦即良心，是对从社会中习得的“应该如何”和“必须如何”的内化，大致相当于米德的“客我”，这就是对人格的审查、意识和社会监控。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如果一个人要达到心理健康，人格的这三个部分，必须终其一生都是和谐的。

一个简单的例子有助于说明本我、自我和超我的功能。想象一下，你正驾车走在一个开得非常慢的人后面。你要急于在八点钟去赴约，但如果你只能以每小时25公里的速度驾车的话，你是不可能在八点钟赶到的。你按响喇叭、打亮前灯，但走在你前面的那个司机仍然拒绝开得再快点。这个时候，你的本我也许就会要你猛踩油门向前面那辆车冲过去以教训一下那个司机。而自我则可能考虑这样做会导致什么后果：车损坏了，保险费将会提高，甚至还会丢了性命。超我或意识可能会提出关于你的行为的道义与“正当性”的问题，我有权把自己的汽车撞向另一辆汽车吗？难道其他司机没有权利走得慢些吗？最后的结果是：你可能会沮丧地嘟嘟嚷嚷（或者也许是尖叫），但你不愿把汽车向前面那辆撞过去。

弗洛伊德受到了来自不同方面的批评者的攻击。他们认为，弗洛伊德的理论根植于他所成长于斯的严格的维也纳中产阶级社会，而那种文化几乎不能算作是普遍的文化。实际上，跨文化的研究挑战了弗洛伊德所描述的一些性心理冲突的普遍性。对他的著作的最尖锐的批评来自女权主义的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他们感到他的理论深深地浸透了性别主义，甚至露骨的厌恶女人的假设。例如，正统的弗洛伊德主义者认为，当小女孩意识到她们没有阴茎的时候，她们就假设已被“肢解”，她们未来的发展也就由这种“阴茎”情结所支配。他们还认为，一个心理正常的女性，总是降服于人甚至是受虐狂，而不是显示自己权威的、自信的人。另一种对弗洛伊德的共同批评是认为，他的理论声称儿童在早年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人格终其一生而不变，而这也过于教条化了。大量证据表明，在人的一生中，人们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人格。并且，弗洛伊德还暗示，如果性爱更开放些的话，人们就不会那么容易成为受挫者或不幸福者。可是，从弗洛伊德那个时候起，西方的性道德观就已变得较为松弛了，但这似乎并没有减少多少不幸。这表明，在性爱冲突之外，还有许多因素是人格问题的根本。最后，弗洛伊德的理论因缺少经验证据而遭到了猛烈的抨击。

今天，许多社会学家感到，弗洛伊德太过于强调生物因素对人格塑造的影响，而对社会因素强调不足。但弗洛伊德在很大程度上也强调了儿童在家庭中的社会经历。除了他关于无意识的理论之外，弗洛伊德广为人接受、流传最久的理论贡献也许就是他关于儿童期的事件对后来生活的影响。

4.埃里克森：认同危机

艾里克·埃里克森（1902－1994）深受弗洛伊德的影响。然而，由于他修正了弗洛伊德的理论，大家都称他为“新弗洛伊德主义者”。弗洛伊德强调本我的冲动；埃里克森主要关心的则是更为“理性”的自我的世界。埃里克森把自我的发展分为八个心理阶段，它随着我们一生不同时期的发展要求而变化。弗洛伊德重点研究的是儿童期；埃里克森的发展阶段一直延续到老年期。这样，埃里克森相信，人格发展是终其一生的事情，而不仅仅在儿童期。

根据埃里克森（美国心理学家）的观点（1963），人格发展的每个阶段是由“认同危机”来定义的。一个稳定的自我认同源自于对这些认同危机的积极解决，在现代社会中，这也囊括了人们对生活的许多基本关怀。下面是对埃里克森八个认同危机的概括：

信任与不信任（婴儿期）：婴儿的需要如果得到充分的满足，就会产生信任，即产生世界是安全的感觉。但是，如果对婴儿的照料不是稳定的或不是充分的，或者如果婴儿感到被拒绝，就孕育了一种基本的不信任，而这将在往后的发展阶段起作用。这个信任与不信任的问题在人的一生的头一年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在人的一生中，信任可变为不信任，反之亦然。

自主与怀疑（儿童早期）：自主（独立的感觉意识）在第二个阶段开始出现，它是儿童运动机能和大脑智能发展的结果。如果父母认识到他们的小孩需要做他们力所能及的事，就让他们去做，这样儿童就会感到，他们能够控制自己的肌肉、他们的冲动、他们的自我以及周围的环境。另一方面，儿童有时候会感到怀疑，或者，甚至害羞——例如，如果他们受过上厕所的训练，但却失禁于照看者的膝上。当父母没有耐心而代儿童去做他们自己能做的那些事情的时候，儿童就强化了这种怀疑意识。儿童进入其他发展阶段后，就会更加感到害羞和怀疑而不是自主，这就影响到了他们在青春期与成人期的自主意识的获得。

主动与内疚（学龄前）：儿童进入这个时期时，他们已能控制自己的身体。现在他们开始了新的机体运动活动，同时还包括语言与一些好玩的事。在这个阶段，无论孩子是获得了主动首外性还是内疚感，都依赖于父母对儿童的自发活动的反应。如果父母让儿童感到他们的行为是坏孩子行为，他们的问题是幼稚的，他们所玩的东西愚蠢可笑，他们就可能产生一种强烈而持续的内疚感。

勤奋与自卑感（学龄期）：这个阶段包括整个小学阶段。在这个时期，儿童要知道东西是由什么做成的，它们是怎样运作的，它们在做里什么。如果成年人鼓励儿童努力去制作、构筑某些实际的东西，允许他们完成他什么的计划，对他们所做的结果提出表扬，这就会加强儿童的勤奋感。但父母如果把孩子努力制作或做的事情看作是“捣乱”或“搞得乌七八糟”，或者教师要求孩子遵守像成人那样严格的规则，就会使儿童产生自卑感。

认同与角色混淆（青春期）：儿童进入青春期的时候，他们的身体起了变化。青少年看待世界和思考问题有了新的方法。他们的角色除了儿童时期的女儿、儿子、朋友、学生等外，又加进男友、女友、运动员、学者及许多其他的角色。这些新角色必须平缓地与原来的角色结合成新的角色集，以促进强烈的自我认同。在这之前的早些阶段，如果他们已形成了较强的信任感、自主感、主动性和勤奋感，进入青春期后，他们就比那些没有形成这些感觉意识的人有更好的机会获得强烈的自我认同感，避免角色混淆。

亲密与孤独（青年时期）：这个阶段包括求爱与建立家庭。埃里克森所说的亲密，即指一个人在无须虑及自我认同丧失的情况下去爱另一个人和关心另一个人的能力。如果一个人不能与他人亲近，他或她就会生活在一种孤独感之中。亲近他人的能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个人的自我认同强度的大小。

代际关怀与自我沉浸（中年期）：中年期的人已有了丰富的人生阅历，他们的关怀开始超出自己的家庭，更加关心未来一代的成长，关心下一代将要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状况。埃里克森把这种关怀称为“代际关怀”。那些没有形成代际关怀的人，则会沉溺于自我，个人的需要和舒适成为他们的主要关怀。

完美与绝望（老年期）：在这个最后阶段，个人的主要活动接近尾声，他们已有了更多的时间来思考。完美的感觉来自一个人对他或她的一生的满足。而另一个极端则是，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的过去失去了一系列机会，或者走错了路，那么就会陷入绝望之中。

埃里克森的批评者认为，他的发展模型是以中产阶级的生活经验为基础的，因而有失偏颇。大多数情况下，埃里克森把他的模型建立在对中产阶级的研究的基础上，这是不争的事实。他还研究了人格的一般发展（像其他理论家所做的那样），而没有去考虑社会阶级、种族群体或可得性机会的影响。

另一个对埃里克森的批评是认为，他的模型很难进行经验研究。比如，我们怎样来衡量一个人在他发展的每个阶段是成功的呢？最后，埃里克森的模型暗含了一种关于人格发展的抽象理想，但这个理想是什么呢？幸福？对中产阶级价值观的遵从？心理健康？埃里克森并未给出答案。

5．皮亚杰：认知发展

前面我们讨论的理论都是把人格发展当作一个整体。最后要讨论的理认知发展论，是瑞士学者让·皮亚杰发展起来的，他所关心的只是人格发展的某个局部，也即认知的发展，或者说，我们学会思考的途径。

许多人认为，皮亚杰是儿童如何学会思考和推理研究方面的先驱者。他试图回答这样一些问题：孩子刚出生的时候，知道些什么？他们用什么工具来获得新知识？在每个具体的年龄，哪些知识是他们所必需的？皮亚杰对我们认识社会化过程的主要贡献是，他描述了儿童在不同发展阶段是如何思考的。

皮亚杰断言，在每个发展阶段，从婴儿期到青少年期，儿童所有的活动都标记着确定的智力操作类型，这些智力操作类型为儿童获得知识结定了某种结构。他相信，尽管有些儿童比另外一些走过这些阶段要快些，但所有的儿童都必经按同样的顺序走过所有的阶段。由此，皮亚杰感到，像“可以在任何时候对任何孩子教以任何东西”的说法，不仅是错误的，而且事实上也是荒谬的。

皮亚杰认为学习是一个积极的过程。为了学习，儿童必须吸收知识并加以消化。皮亚杰相信，儿童智力发展要经过下列几个阶段：

感觉运动阶段：在孩子1岁半到2岁时，他对世界的了解，是完全通过他们的感觉器官的。儿童伸手够、触摸、坐、走路、探索。起初，他们的行为很偶然，但随着一天天长大，就变得越来越有目的了。在这个最初阶段，儿童学会在大脑中建构和再构客体。例如，如果把一个新生儿注视的物体从其视线中移走，婴儿的眼睛是不会跟着物体走。对婴儿来说，“视线之外”的东西，就意味着“存在之外”。如果物体不在视线之中，它就不存在。然而，在感觉运动阶段的末期，儿童就能在大脑中获得对客体的影像。

前操作阶段：这个时期从2岁左右持续到7岁。在这个阶段，孩子学会使用和理解符号，学会说话，并且第一次有了描摹客体的企图。前操作阶段的儿童在同一个时刻只把精力集中在情境的一个方面而忽视其他。他们可能不正确地坚持认为，一个高而窄的玻璃杯比矮而广的玻璃杯要盛水更多，即使他们看到第一个林里的水倒进了第二个林子而未溢出。这是因为在这个阶段，儿童还未能理解宽、深、厚度、数量和因果之类的抽象概念。在这个阶段，儿童是高度的自我中心主义者—也就是说，他们几乎完全是从自己的角度来看待世界的，因而也就不能领悟他人的角色并从他人的角度来看待世界。

具体操作阶段：在7～11岁之间，儿童懂得如何去构想一个具体的客体，或者以不止一种方式来认识客体的类属，他们能够形成关于事物之间联系的概念。例如，在这个阶段，儿童知道一个客体可以同时是一个球、一个玩具、一个圆的东西，并且他们能根据事物的因果关系来加以联想。他们也开始发展起了从他人的位置来想象自我的能力。

形式操作阶段：这个最后阶段大约从12岁开始，到15岁结束。这时的青少年发展起了高度抽象思考的能力。他们可以对现实的可能性进行思考，建构理想，以及对未来进行实际的推理。这种能力也使青少年能够逻辑地推敲与事实相反的陈述。

尽管皮亚杰的工作在发展心理学家之间形成了一个主要的思想流派，也影响了许多其他理论家和研究者，但并不是说就没有批评者。一个主要的批评是认为他的工作并不系统或科学。人们很难重复他的研究过程并得出相同的结论。
